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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是以「人本主義」為觀點，試圖對「全人」

建構探索性的架構與內涵，來反思與突破藥癮者全人復元的

困境，並倡議需要有更多相關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能針

對「全人」與藥癮者「全人復元」的內涵，進行討論並達成

共識。研究方法乃以本文所提出的全人架構來對美國物質濫

用與心理健康服務局（SAMHSA）與美國藥物濫用研究所

（NIDA）對藥癮者「復元」（recovery）所提出的定義與指

導原則，進行文本分析與反思。於研究結果部分，本文發現

雖然SAMHSA與NIDA所提出的復元定義是以身心靈社的全

人復元為基礎，但在指導原則上卻是過於重視個人生理、心

理的復元與社會復歸，而忽略人性與精神／靈性的復元，使

藥癮者在復元的過程中，難往最終的全人復元邁進；並主張

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相關研究對於「全人／人」的內涵不

清，以及過於重視實證主義而導致。總結而言，對藥癮者提

供復元服務的機構與成癮防制計畫在設定工作目標與策略

時，除了身心社的復元外，應包含復元「以生而為人的生命

意義」為基礎的人性與精神／靈性，才可能實現全人復元的

終極目標。以及本研究所提出的全人的架構、內涵與邁向

「做人實現的需求」的理論模型可以為建置支持藥癮者復元

的多元化社會網絡，提供整合性的理論基礎與工作目標。 

關鍵詞： 全人復元、人本犯罪學、社會復歸、毒品施用者、毒

品戒癮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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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Whole-Person Recovery  
 Constructing the Framework and 

Implication of Whole-Person to Reflect 
and Resolve the Difficulty of Drug 
Abusers’ Whole-Person Recovery  

Chen-Fu Pai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a tentative framework and 

implications of whole-person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m 

to reflect on and resolve the difficulty of drug abusers’ whole-

person recovery. It also encourages an initiative in which more 

scholars, experts and practitioners should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whole-person and whole-person recovery for 

drug abusers and reach a consensus. Using the author’s whole-

person framework and implications, the paper analyses and 

reflects on the definitions and guiding principles of recovery 

proposed by the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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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se (NIDA).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definitions of 

recovery proposed by SAMHSA and NIDA are based on whole-

person recovery, their guiding principles put great emphasis on 

the recovery from body, mind and social rehabilitation while 

ignoring recovery from humanity and spirit. That poses drug 

abusers a challenge to actualise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whole-

person recovery in their recovery process. Moreover,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unclear implication for whole-person and related 

research stuck in the trap of positivism may be the reason. In 

conclusion, besides recovery from body, mind and society, 

recovery service providers and addiction prevention programs 

should include recovery from humanity and spirit based on life 

meaning when enacting services goals and strategies; only if 

doing so helps drug abusers actualise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whole-person recovery. Furthermore, this study’s whole-person 

framework and implications and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steps 

toward Human becomings-actualisation needs could provide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groundwork and work goals for 

establishing multiple social networks supporting drug abusers’ 

recovery. 

Keywords: Whole Person Recovery, Humanistic Criminology, 
Rehabilitation, Drug Abusers, Drug Addicti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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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藥癮者復元之現狀與困境 

藥物濫用的現象涉及非法藥物和處方藥物的非醫療施

用，早已成為威脅21世紀人類社會安全與持續發展的全球

健康問題之一。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 UNODC ）發布的 2021 年世界毒品報告（ UNODC, 

2021），2019年約有2.75億人使用過非法藥物，有超過

3,600萬人有物質使用障礙疾患（Substance Use Disorder, 

SUD），且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物質使用障礙的人數增

長，但實際相關治療處遇的可用程度仍然不足，2019年只

有12.5%的個案接受了專業的復元／社會復歸（recovery 

and social recovery）幫助。因此，在政策建議上，強調預

防仍然是減少非法藥物濫用的有效處遇（Huang et al., 

2011; Jacobson & Farah, 2012; 李景美等，2015），其中

最有效的是幫助年輕人積極參與家庭、學校和社區，並增

加建構可以包容藥癮者、復元者／過來人的社會組織與安

全的社區網絡（UNODC, 2021）。 

在藥癮者復元與社會復歸的相關刑事政策與研究上，

同樣強調除了藥癮者要接受生理、心理相關的治療處遇

外，更需要在社區中，建構多元化的藥癮者復元與社會復

歸服務網絡（Kelly et al., 2017; 顧以謙等，2021；黃俊棠

等，2021）。尤其是藥癮者要啟動個人復元的旅程和持續

穩定地走在社會復歸的道路上，必須高度依賴多元化的復

元／社會復歸系統與網絡，所以美國物質濫用與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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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局（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在2005年即提倡建構以復元為

導向的照護系統（ Recovery-Oriented System of Care, 

ROSC），希冀能以藥癮者為主體提供全面性的支持性服

務，其中服務包含「物質（藥物／酒精）、心理健康、基

本健康照護、互助、工作、社區結盟、公民組織、個案管

理、司法、精神／靈性、教育、經濟、育兒、居住／交

通、同儕支持」；需要連結的系統包含「成癮、心理、醫

療、就業、有組織性的復元社群、人群服務、刑事司法、

國防及退伍軍人事務部、教育、居住、兒童福利、商業社

群」（Sheedy & Whitter, 2009, p. 3）。 

目前世界的藥癮防治的研究與工作朝著復元科學

（recovery science）的取向發展，期待成癮防制計畫或針

對影響精神物質或毒品的成癮者提供服務的相關機構對於

復元的內涵能有清楚的界定，進而使相關工作策略能有效

的回應工作目標，尤其是在政策與實務上，希冀能為藥癮

者提供更多元面向與整體性的支持服務，然而，上述

ROSC所提倡應包含的服務與需要連結的系統，總面向就

高達27個，如果學術界與實務界對於藥癮者的復元／社會

復歸沒有一個清楚的定義與核心目的時，會突顯多元的相

關工作策略雜亂無章，無法有效的回應工作目標與有合適

的成效評估。白鎮福等（2022）針對臺灣18家提供藥癮者

復元／社會復歸相關服務的社區機構進行研究，結果發現

大多數的社區機構對於復元／社會復歸的定義與機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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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藥癮者在社會復歸歷程中的角色定位皆不清楚。 

在學術界與實務界，當對於藥癮者復元／社會復歸的

工作目標不清楚時，往往可以看見以「幫助藥癮者戒

毒」、「戒癮治療」、「復元」或「社會復歸」等籠統的

概念涵蓋，而其中最常被使用的工作目標即是「全人復

元 」 （ whole person recovery ） 或 「 全 人 健 康 」

（wellness1）（白鎮福等，2022），然而，與復元／社會

復歸的問題一樣，成癮復元相關領域未能在「全人」的定

義與內涵上達成共識，不但難以進行相關研究、在實踐全

人復元與全人健康的實務工作上更是困難重重，並使該領

域的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政策制訂者、藥癮者與一

般民眾的溝通產生障礙。因此，基於以上的研究缺口，本

研究藉由「全人的結構──身體／生理（body）、心理／

理性（ mind ）、精神／靈性（ spirit ）與社會／文化

（society/culture）（簡稱「身心靈社」）」與「人的層次

－個人、團體、人」來分析與反思美國物質濫用與心理健

康 服 務 局 2 （ SAMHSA ） 與 美 國 藥 物 濫 用 研 究 所 3

                                                 
1  本文將wellness與health and wellness皆翻譯成與holistic health同義的

「全人健康」是因在 1967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已指出

「wellness」不僅僅是沒有生理或心理疾病，而是許多關於健康的方

面都包含一起的核心概念，是身體、心理和社交方面的全面健康狀態

（Adams et al., 1997）；而且SAMHSA（2016）也主張「wellness」
是一個廣泛而具體的概念，包括情感、身體、職業、智力、財務、社

會、環境和精神。 
2  美國物質濫用與心理健康服務局是衛生及人力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內的一個機構，專門負責領導該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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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所提出相關復

元的定義與指導原則，以進一步討論在協助藥癮者復元的

相關學術與實務領域中，「全人」與「全人復元」的內涵

與實際工作內涵的現況與展望，並希冀能藉由本研究的倡

議，讓更多相關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能針對本研究的

議題，一同討論與達成共識。 

貳、全人的架構與內涵 

一、全人的結構 

根據以往大量的研究顯示藥物濫用、物質使用障礙疾

患是種「全人違常」（a disorder of the whole person），

即藥物濫用會使個人的功能產生部分或系統性的障礙；

「全」本身就有「系統」與「整體」的意涵。其中，「全

人」一詞，本文的立場與SAMHSA（2012）的立場相同，

強調全人的結構是包含身體／生理、心理／理性、精神／

靈 性 與 社 會 ／ 文 化 的 整 體 性 （ holistic ） 、 系 統 性

（systematic）的理念（idea）。 

在生理方面，藥物濫用會造成藥癮者的認知、思考與

行為上的種種問題，所以醫療領域將其視為一種復發率極

                                                                                                          
公共衛生的工作，以促進國人的行為健康，並改善患有精神疾病與物

質使用障礙疾患的個案及其家人的生活。 
3  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成立於1974年，目前隸屬於該國國家衛生研

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其主要任務即為領導該國

在藥物濫用和成癮方面的研究，並將這些知識應用於改善個人和公共

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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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慢性腦部疾病（Jacotte-Simancas et al. 2021; NIDA, 

2020）。在心理或理性方面，多項研究指出研究長期的藥

物濫用會造藥癮者對物質使用的依賴、情緒障礙、思覺失

調、精神疾患等心理功能的具體損害（Advisory Council on 

the Misuse of Drugs, 2010; Zhang et al., 2013）。在精神性

或靈性方面，以宗教為基礎的觀點，認為長期的藥物濫用會

使個人的靈性敗壞（蔡佩真，2019）；以非宗教的觀點，則

會破壞藥癮者的自我概念，使其陷入個人生命意義虛無的困

境或價值觀混亂（Dingle et al., 2015）。在社會或文化上，

因為身、心、精神長期受到非法藥物的需求綑綁，藥癮者的

生活會以追求非法藥物、滿足個人生理與心理的需求為中

心，所以會長期漠視或忽略在家庭與社會中應該扮演的角

色，不但導致與社會支持系統的關係惡化，有時更成為刑事

司法系統所欲控制的對象，使其家庭與社會成為被害者

（Advisory Council on the Misuse of Drugs, 2010; 許華孚、

林正昇，2009），亦或在社會排除的影響下，進而固著相關

施用非法藥物的文化次團體中，找回個人工具性價值的社會

認 同與接納（ Dingle et al., 2015; 顧以謙、戴伸峰，

2016）。因此，以身心靈社的全人復元為目標，將藥癮者視

為個別、動態且連續性的主體，並提供各項資源，以協助其

達成多面向的全人健康為復元目標，早已是國內外學術界與

實務界的共識（De Leon, 2000; De Leon & Unterrainer, 

2020;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 2012; 楊冀華等，2020；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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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2021）。 

二、全人復元的困境 

然而，多年來，藥癮防治相關研究與工作領域卻鮮少

討論、辯證，甚是忽視所謂全人中的「人」的定義與內涵

是什麼？或是將精神復元的內涵限縮成宗教上死後不滅的

「靈魂」（soul）、與上帝（God）有關的概念或單純形

上學（not tangible or material）的概念（Galanter, 2018; 

蔡佩真，2019）。然而，人是自我詮釋的動物，需要「以

人為主體」來理解行動背後的意義（Taylor, 1989），並

以意義為行動提供正當性，如此對於人本的忽視與缺乏對

人觀（ideas of Person）的討論，不但使藥癮者達成全人復

元與全人健康的目標難以實現，更嚴重的是將使個人是否

使用非法藥物或患有物質使用障礙疾患？變成一個「意義

模糊」或甚至是「沒有意義」的問題；這樣的荒誕現象，

以長期深耕藥癮者復元相關研究的犯罪學與刑事司法學科

來說明更為清楚；所有相關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研究的本體

論（ontology）皆是應探討「『個人』生而為『人』，應

該要如何行動？」原因是犯罪是以「人」為主體的現象

（許春金，2009），舉例而言，對同類的相互殺害的行

為，如發生在除了人類以外的動物上，根本無所謂犯罪的

現象或問題，更不需要去尋求行為背後的意義來理解，但

殺人罪普遍納入各國的刑法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回到藥

物濫用或毒品危害防制的現象上，同理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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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的特色與層次 

許多相關藥癮者的復元的研究與報告強調要實踐全人

健康，環境、社會與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相關因素，尤其是

文 化 （ Jacobson & Farah, 2012; Leamy et al., 2011; 

SAMHSA, 2016），其最核心的原因在於人類擁有社交天

性（social nature）（Lieberman, 2013），必是在關係中

存有（relational being）（Gergen, 2009），個人身心靈的

狀態無一不受所屬的團體、社會、文化影響，而文化更是

影響個人在團體或社會中應該如何扮演各種適當的社會角

色與他人互動（Hammack, 2015），因此必然涉及藥癮者

的標籤化、去標籤化與重建其生活型態與社會價值觀等種

種動態過程。 

反過來說，文化也是藉著人而存在，傅佩榮（2018）

說明文化有四種特色，第一，「異於自然界」，即在宇宙

萬物中，唯有人類可以建構文化，所以人類要與自然界中

的其他萬物做區別；第二，「形成傳統」：因時間是人類

的先驗範疇（categories）之一（Kant, 1781），所以人類

可以累積知識與智慧，使得在歷史中曾經存在的知識菁英

能夠建構出相對穩定的文化系統 4（ cultural system）

                                                 
4  M. S. Archer（1996, p. 504）指出：「文化系統是由曾經存在之知識

菁英（existing intelligibilia）的著作全集（corpus）所構成的，這些東

西可以為人們所掌握、辨讀、理解、並知曉……他們所有的理念都必

須以通行的語言表達出來（或者原則上是可翻譯的），這是它們可以

為人所知的先決條件（precondition）」，此「為人所知的先決條

件」即是「先驗性的智慧」，存在於如先秦儒家文化系統的四書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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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er, 1998, 2005）。第三，「自為中心」，意即文化

必定有所主觀性，以特定的既得利益團體為中心，如果以

Inglehart and Baker（2000）在65個國家做了三波世界價

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文化觀點來看，基督

宗教、伊斯蘭教與儒家三大文化區（culture zones），各

有著不同的文化系統；最後一種文化特色是「有興盛衰

亡」，文化有開始就有結束，且為了因應不同時代的需

要，文化也必須不斷的做出調整與改變，即所謂的「社會

－ 文 化 互 動 」 （ 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 ） （ Archer, 

2005）。 

值得一提的是，每個人的生命就是一個生老病死的動

態歷程，SAMHSA（2012）與NIDA5也皆主張藥癮者的復

元是一個長期改變的過程。如果人類要掌握文化與自己興

盛衰亡的關鍵，就必須瞭解文化與人的內涵與層次。文化

在社會科學界常可以分三個層次，由下往上，分別是器

物、制度與價值理念，且因文化與人類生命相互對應，因此

可以理解文化的三個層次與個體的全人結構－身心靈，亦有

著同構的關係（isomorphic correspondence）。 

對於藥癮者的復元來說，其中，器物層次是為維持藥

癮者的生理與心理機能，所提供的各種基本食衣住行生活

需求的具體物質資源，包含能提供藥癮者復元／社會復歸

                                                                                                          
或基督宗教文化系統的聖經中。 

5  從NIDA的官方網站中，可以獲得該組織對於藥癮者「復元」

（recovery）的定義（https://nida.nih.gov/research-topics/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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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機構與專業人員等；制度層次則包含各個國家相關

藥物濫用的律法、提供藥癮者社會復歸服務機構內的運作

與管理規範等。然而，器物層次與制度層次都是屬於文化

中有形的部分，其功能與目的是為了個人與團體具體生命

的生存，只能形塑不斷在變化的社會－文化互動。因此，

要回應「異於自然界」以人本為主體的文化特色與建構相

對較為穩定的文化系統或人的系統都必須從形上學的價值

理念或精神／靈性的層次開始。 

四、人的層次 

在探究一切與人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或現象時，研究

者必須先分辨「個人」（ individual）、「團體／人類」

（group/human beings）與「人」（human becomings6）

的不同，以及探究三個概念間的相互關係（江澄祥，

2009）。由下而上，首先，「個人」是指每個來到世界上

實際存在的人，必須有身體，可感知自然界的萬物與採取

行動，也包含個人的一些無形、主觀的情感、欲望等心理

特徵，是在相關藥癮者復元的研究與實務中，強調復元是

個人驅動、個案管理等概念所及的層次。第二層次，團體

／人類是指由基於個人的需求與目標，由兩個以上彼此互

                                                 
6  本研究採取實在論的觀點，將「人」視為具形上學與先驗的雙重性，

是有意圖從「潛能」（potentiality）走向「實現」（actuality），且不

斷在變化的實踐過程，因此，將「人」翻譯為需「行之而成」的

human becomings，而非「生而既成」的human beings，詳細human 
becomings與human beings的差異，請參閱Hershock and Ame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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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影響、依賴的實際個人所組成（ Aronson et al., 

2016），簡言之，人類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Aronson, 

2011），團體是由特定數量的實際個人所組成的，對於藥

癮者來說，所有相關其社會復歸的研究、實務工作與國家

法規都屬於這個範疇。 

第三層次，「人」這一字是一個同時具形上學性

（meta-physical）與先驗性的（transcendental）理念。可

以德國哲學家Immanuel Kant（1724-1804）哲理中，所區分

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與「現象」（phenomena）

先來說明形上學的人即是指包含一切古往今來與前古未有

的人類，因此，形上學的人對於人類來說俱有絕對不變的

普遍性。然而，實在的物自身，以人類有限的理性永不可

及，只能以各種名相、語言來表徵而已（黃光國，

2019）；而上述的個人、團體都只是古今中外的人類，藉

由具體的身與心所能感知到的變化現象。再者，以實在論

（ realism）的觀點，所有科學研究的對象都俱有形上學

性，因此，對於人來說，有別於自然界中其他萬物的是還

俱有「先驗性」。先驗意即先於經驗，並作為經驗之基礎

者（傅佩榮，2018），是人類行動之所以可能的先行條件

（antecedent conditions），換言之，人類所能及的先驗性

的知識或智慧，其實只有一種──人性（human nature），

因為所有的人類都是在沒有任何個人經驗時，就生而為人

來到世上，且終其一生以人類的形體來經驗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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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world），以及建構個人「後驗的7」（a posteriori）

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這也是當人類在涉及是非善惡等價

值判斷與理解自我時，無法逃避的框架（ inescapable 

framework）（Taylor, 1989），因此，每個人都擁有成為

人的先驗潛能，可以往成為人的實現邁進。同理可證，對

於以全人復元為立場的藥癮者復元／社會復歸來說，在實

務工作目標的制訂上，也必須包含做人的先驗價值、理念

與精神，才有可能真正的幫助藥癮者實踐全人復元與全人

健康。 

同時，因為人性俱有形上學與先驗的雙重性，可以擴

充「靈／靈性／靈魂」等單純形上學的概念，而讓研究者

能 回 到 生 活 世 界 中 做 相 關 的 實 徵 研 究 （ empirical 

research）。所以以全人復元為導向的復元科學或犯罪學

等社會科學也唯有針對先驗人性，建構對於人類而言，俱

有絕對普遍性與客觀性的「先驗性的知識8」，才能將文化

與人提升到價值觀與精神的層次，並建構出文化系統與人

的系統，來回應「全人」與以人為本的本體論。 

                                                 
7  相較於「先驗」，「後驗」意即後於經驗，並作為後續經驗之基礎

者。意即個人一定要先擁有身體，才能感官自然界中的種種經驗現

象，進而以自我（self）匯聚成各種後驗的認同（identity）與基模

（schemes），以及歸納出各種相對客觀的後驗知識，來作為後續行

動可依據的抽象捷思（heuristics）。 
8  「先驗性的知識」是要研究者們以先驗論證的方式先建構「先驗性形

式 架 構 」 （ 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 ） 與 「 創 生 機 制 」

（generative mechanism），再回到生活世界中進行驗證（Bhaskar, 
1998; 黃光國，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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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與超越的關係 

事實上，藥癮者的復元終究是以人本為主體，因此，

要如何幫助藥癮者從具體個人、團體的層次提升到形上學

與先驗「人」的層次，並建構出人的系統來實踐全人復

元，是必須繼續深入探討的問題。傅佩榮（2018，新版

序，para. 5）主張建構人的系統是必須要能夠回答一個問

題：「自然界與人類有沒有『來源與歸宿』？」，由此可

知，要建構人的系統必須要有兩個先行條件，第一，與文

化的第一個特色一樣，要區分自然界與人，人類固然屬於

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其共性都是變化不拘的現象，萬物有

成住壞空，人類有生老病死，一切都是「實然」（to be）

的樣子。簡言之，「自然界」是按著「自然的因果」

（causality of nature）規律運轉，而產生的「必然現象」

（Habermas, 1968/1972），但「人」是「應然」（ought 

to be），個人的行動都需要做是非善惡的價值判斷與選

擇，有應該與不應該的考慮。回應到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研

究的本體論──個人生而為人，「應該」要如何行動？因

此，人類的行動是按著「命運的因果」（ causality of 

fate）規律，而產生的「可轉化的現象」（Habermas, 

1968/1972; 傅佩榮，2018；黃光國，2018b）。因而，個

人的行動必須要提升至形上學與先驗「人」的層次，才能

展現主體的自由意志；反之，停留在具體的、後驗的「個

人」層次與「團體」層次的行動，都只是個人分別為了滿

足實然的身心缺乏需求（deficiency-needs）與受到實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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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 social influence）所產生的必然現象。也因

此，如果自然界與人不區分，甚至與其他同有形體的動物

不區分，人類根本找不到做人的問題與自我人生的意義，

是故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9」 

第二個先行條件，需要「超越」（transcendence），

「超越」不是自然界與人類，而是其來源與歸宿；人類以

二元對立的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與感官對於所

身處的生活世界，能夠經驗與認知的範圍都是屬於包含宇

宙萬物與人類在內的「自然界」（nature），在強調相對

於超越時，可稱為「內存界」（immanence）（傅佩榮，

2018）。超越對建構人的系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前所

述，因為在自然界中，宇宙萬物皆是變化不拘與成往壞空

的現象，如果社會科學，尤其是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相關學

科，以實證主義（positivism）為方法論，將形上學、先驗

做人的價值、精神／靈性與超越從研究中排除，能從人類

變化不拘的實際經驗現象中，歸納出的唯一研究結果只有

「虛無」。在相關死亡概念發展的研究中，發現人類到10

歲時，就可以理解甚至思考死亡，並且形成成熟的死亡概

念（Longbottom & Slaughter, 2018; Nagy, 1948）。如果

個人無法認知其來源與歸宿的形上學超越，便只能將具體

身體的死亡當做個人生為人類最後的結果，舉例來說，

                                                 
9  引自《孟子‧離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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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個人還未生出，未有實體存在的我；200年後，

個人已死亡，也沒有實體存在的我，「個人」實際的結果

終究是「無」而不是「有」，其生命價值與意義化成虛

無，如此，個人在世的當下，以自然本能的理性思維，只

考慮個人身體的生存利益，而表現出如施用非法藥物、甚

至犯罪等「禽獸」的行為都是「實然」的現象。 

再者，在自然界中，曾經存在過，而現今已滅絕的物

種不計其數，對於這些已滅絕的物種來說，根本就沒有是

非、善惡、價值等形上學與先驗的問題。換言之，上述說

明人類之所以建構「文化系統」或「人的系統」的主要目

的就是為了建構是非善惡的判斷標準與超越身體死亡限制

的先驗人生價值觀，來幫助人們清楚地思考與反思個人的

行動應該如何選擇，才是人生的正路。 

綜上所述，自然界是充滿變化的經驗現象，有形的人

類只是屬於自然界中的一個物種，所以「全人」的內涵需

要以先驗的人本為中心，與自然界中的其他萬物區分，並

向超越開放，在某程度上可以認知、理解到「超越的實  

在10」，如此，人類才有可能以「身心靈社」與「個人、

                                                 
10  雖然「實在的超越」對於人類來說永不可知，但人類卻能夠以理性來

理解五種超越的功能，分別為主宰、造生、載行、啟示與審判；且超

越以兩種型式呈現，第一種，是與人類一樣具「有位格」的「超越

『者』」，如先秦儒家的「天」、道家的「道」、一神教的「上帝」

（God）或「安拉」（Allah），可以與人類互動。另一種，人類在世

時，可以覺悟照見到自然界中萬物皆是由「內在超越的因緣變化的機

制」所推動而成的虛幻相，而這「內在超越的因緣變化的機制」即是

屬「非位格」的「超越『界』」（傅佩榮，1984，2018），如佛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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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人」系統性的架構，來理解、詮釋人行動的意義與

存在的價值。 

參、以「全人」為觀點分析、反思

SAMHSA與NIDA對於復元／社會
復歸的定義與指導原則 

考量本研究目的在試圖建構一個探索性的「全人」的

架構與內涵，涉及先驗人觀的論證與建構，在檢視黃光國

（2018b）對科學哲學的觀點後，本文需要採取「先驗實

在論」（ transcendental realism）的立場，要求研究者先

以「先驗論證 11」（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的方式

（Bhaskar, 1998）建構上述以身心靈社四大「全人的結

構」與個人、團體／人類、人三大「人的層次」為系統性

的 分 析 架 構 ， 成 為 研 究 者 的 「 先 前 理 解 」 （ pre-

understanding ） ， 並 以 「 雙 重 詮 釋 」 （ double 

hermeneutic）（Giddens, 1993）來分析、反思文本，即

SAMHSA（2012）與NIDA（2012, 2018）所提出的藥癮

者復元的定義12與指導原則，以進一步對兩個機構的「表

述意識」（discoursive consciousness）與「實踐性意識」

                                                                                                          
的「自性」、「涅槃」、「摩訶」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11  「先驗論證」意即從某個實際已發生的現象或事物推論到某個持久

性、更根本（奠立該事物可能性）的結構，詳細請參考黃光國

（2018b）與Bhaskar（1998）。 
12  同前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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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 進 行 相 對 客 觀 的 重 構

（Giddens, 1984）。 

本研究以SAMHSA與NIDA所提出的藥癮者復元的定

義與指導原則為研究樣本，主要原因為其與本研究皆同樣

採取以人本、全人健康為立場，並非是要固著於SAMHSA

與NIDA的定義與指導原則。以下論述本研究以人的層次

與全人的結構對SAMHSA與NIDA所提出的藥癮者復元的

定義、面向、指導原則進行分析與反思（參考表1）。 

一、個 人 

「個人」是以單一具體存在的個人為行動主體，包含

生物學層次的理念，即個人實際身體的生理條件與狀態，

亦包含心理學層次的抽象自我概念（self）與理性，使個

人能夠匯聚各種身心經驗，以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中，採取

適當的行動，並進行自我反思（Hwang, 2011）。從

SAMHSA與NIDA對於藥癮者復元的定義來看，皆強調復

元是以藥癮者為中心的一個「改變的過程」；每個藥癮者

成癮的嚴重程度、復元的過程皆不同（李思賢等，

2019），且不斷在變化當中。也因為藥物濫用會造成個案

認知功能、情緒、感覺及行為衝動調節的障礙（Lecca et 

al., 2011），使其對於自己的物質使用障礙疾患毫無病識

感 與 未 有 主 動 接 受 治 療 的 意 願 （ Maremmani et al., 

2012），許多研究也指出藥癮者復元的過程其實是個人將

外在控制內化成自我控制的過程（ Iacobucci & Frieh, 

2018; Veale et al., 2015），所以SAMHSA建議「治療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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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自願的才能有效（指導原則11）」。NIDA也認為雖

然不確定藥癮者什麼時候接受醫療，但如果無法立即獲得

治療，則可能會失去潛在的個案：與其他慢性病一樣，提

供早期治療，發生正向的復元結果可能性越大。因此，主

張「治療處遇需求隨時可提供（readily available）（指導

原則3）」，以及提供藥癮者復元相關服務的社會機構

「必須不斷評估藥癮者的治療和服務計畫，並根據需要進

行修改，以確保滿足其不斷變化的需求（指導原則

8）」。藥癮者需要個人化的個案評估與個案管理也呼應

SAMHSA的「指導原則3-復元可以通過許多途徑發生」與

NIDA的「指導原則2-沒有一種治療方法適合所有人」與

「指導原則4-有效的治療能滿足個人的多種需求，而不僅

僅是針對其藥物濫用」。因此，可以瞭解到不只是藥癮者

個人的復元／社會復歸旅程需要多元化的路徑來啟程，在

路程中，更需要多元的社會系統來支持使其穩定走在通往

「全人復元」的道路上（McDaniel et al., 2020）。此外，

SAMHSA在復元的面向中，指出需要提供藥癮者一個穩定

安全的「居住」場所，而提供具體良好的復元／社會復歸

場所可以增加藥癮者持續治療的比率（De Leon, 2000），

也呼應NIDA的「指導原則5-維持足夠的治療時間，對於

藥癮者的復元非常重要」。 

SAMHSA（2012, p. 3）在復元的「健康」面向中，

也指出要幫助藥癮者「克服或控制自己的疾病與症狀……

並為每個正在復元的人，做出有利於身心健康的明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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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選擇」，此亦呼應NIDA的復元定義，「即使患有嚴

重和慢性物質使用障礙的個人，也可以在幫助下克服疾病

並恢復健康」、「這稱為緩解」。在個人的生理方面，

NIDA提出「成癮是一種複雜，但可治療的疾病，會影響

大腦功能和行為（指導原則1）」，因此主張以下指導原

則「在治療期間，必須持續監測藥癮者使用藥物的情況，

因為治療期間確實會可能會出現復發（指導原則12）」、

「藥物醫療（medications）是許多藥癮者治療的重要元

素，尤其是與諮商和其他行為療法相結合時（指導原則

7）」、「治療計畫應檢測藥癮者是否存在愛滋病毒／愛

滋病（HIV/AIDS）、B型和C型肝炎、結核病和其他傳染

病，並提供針對降低風險的諮商（targeted risk-reduction 

counseling），必要時提供個案相關的治療（指導原則

13）」，然而，NIDA也在指導原則10強調「醫學輔助解

毒（medically assisted detoxification）只是成癮治療的第

一階段，其對改變藥癮者長期藥物濫用幾乎沒有作用」，

再次呼應多元復元路徑的重要。 

在個人心理方面，NIDA指出「許多藥癮者還患有其

他精神障礙（指導原則9）」，由此，SAMHSA建議「處

理與修復創傷才能支持復元（指導原則8）」。再者，在

NIDA也提到「包括個人……諮商的行為療法是最常用的

藥物濫用治療方法（指導原則6）」，在定義中更是強調

「雖然許多復元者／過來人認為戒除所有物質使用

（abstinence）是復元生活型態的一個基本特徵，但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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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復元者／過來人報告說，在不使用藥物的情況下，

處理負面情緒……是在他們復元歷程中，更重要的部

分」，而再次呼應復元需要將藥癮者視為一個整體，除了

復元生理之外，還需要復元心理或其他面向。可惜在

SAMHSA（2012）與NIDA的復元定義14與指導原則中，

較分析不出有關於自我的部分，然而，在 2005 年，

SAMHSA與美國藥物濫用治療中心（Center for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CSAT）所共同提出的12項復元指導原則

中，其中原則3與原則8分別指出「復元涉及個人對於改變

和轉化需求（the need for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的

承認（recognition）」以及「復元涉及一個治癒和自我重

新定義的過程」（Sheedy & Whitter, 2009, p. 2），可見協

助藥癮者做正向的認同轉化（identity transformation），

使其能夠重新扮演好正向的社會角色，在其復元／社會復

歸的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Best et al., 2017）。 

二、團 體 

「團體」因為是由兩個以上實際的個人所組成，所以

總和必有限制，屬於社會學層次或文化層次的理念，即個

人為了自我利益或欲達成某種特定目標，需在特定的文化

架構與社會規範中，扮演合適的社會角色與他者進行資源

交換的行動。SAMHSA指出藥癮者需復元面向中，需包含

「社區」，即「復元需要有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指導原

                                                 
14 同前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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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6）」。在這些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中，更「需要有同

儕及盟友的支持（指導原則5）」，對於大部分長期受到

慢性腦部疾病影響的藥癮者來說，由於無法面對個人健康

與社會生活上的各種問題，生活與生命變得毫無希望，常

常被社會排除、自我封閉，甚至想要放棄自己的生命

（Marsh, 2011; 陳碧珍，2011），然而，這些有著相同藥

癮經驗的復元者／過來人能夠陪伴與幫助自己，使藥癮者

重新燃起內在對於「復元實現」的「希望（指導原則

1）」與渴求，而採取實際行動在困難重重的復元／社會

復歸道路上勇敢走下去。 

再者，除了給予實際的希望，許多研究指出對於藥癮

者本身進行賦權（empower），有助於個人主動負起復元

／社會復歸的責任，進而採取實際的行動（Jacobson & 

Farah, 2012; Jacobson & Greenley, 2001），然而，幫助其

家庭、社區重新承擔部分藥癮者社會復歸的責任，如使家

庭重新接納、尊重藥癮者；使社區，除了尊重藥癮者與其

擁有的文化傳統外，更要接納、尊重藥癮者的家庭，才能

更有助於藥癮者重新培養社會能力，扮演好正向的社會角

色（Jacobson & Farah, 2012），因此，SAMHSA才會提出

「復元涉及個人、家庭與社區的優勢和責任（指導原則

9）」、「復元是立基於文化且受其影響的（指導原則

7）」與「尊重是復元的基礎（指導原則10）」，而NIDA

也以「包括……家庭或團體諮商的行為療法是最常用的藥

物濫用治療方法（指導原則6）」來呼應。上述相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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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導原則都是社工、民間團體協助藥癮者復歸社會最重

要的工作範疇，然而，在國內實務工作中，也因為對於藥

癮者的復元沒有一個明確的架構或指引，大多的社會資源

都投注在強調生理健康與復元的醫療中，反而較少協助藥

癮者心理復元與復歸積極穩定的社會生活。 

再者，如前所述，人類是俱有社交天性，並在關係中

存有，因此個人生命意義需要在關係中彰顯，SAMHSA

（2012, p. 3）在藥癮者需要復元的面向中，亦包含「生活

目標」，意即需要協助藥癮者擁有「有意義的日常活動，

像是工作、就學、志願服務、家庭照顧或創造性的活動，

並能擁有獨立性、收入與資源來參與社會」，也因此

NIDA在復元的定義會直接強調「恢復社會功能」與「過

上有貢獻的生活是在他們復元歷程中，重要的部分」。然

而，在西方近代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主

宰下，如果藥癮復元科學只重視團體成員間交換可經驗到

的社會資源，而將超越與先驗人性排除，個人的生命意義

也將流於表面與型式，所謂有意義的生活目標也只是為了

個人最大的生存利益而已；當個人的身體、健康或所屬內

團體因為生老病死的實然過程而消亡，個人的生命意義也

就此消失。 

三、人 

本研究以向超越開放的人本主義為立場，上述已清楚

說明，如果只重視具體的個人與團體層次，與自然界中其

他的動物一樣，人類的一切行動將只是被動受物質控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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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影響的實然現象與結果。因此，如果一定要說個人與

團體層次有自由的話，這種自由是屬於英國政治思想家

Isaiah Berlin （ 1909-1997 ） 所 提 出 的 「 消 極 自 由 」

（negative liberty），即一個人能不受他人之阻礙而行動

的範圍，或Taylor（ 1989）所說的「弱評估」（weak 

evaluation），以功利效益為選擇起點，評估哪一個行動能

滿足個人最大的身心欲望而已。雖然為個人或團體的實體

生存，消極自由或弱評估很重要，但個人要能理解其生而

為人的生命意義，還必須預設另一種自由──「積極自

由」（positive liberty）（Berlin, 2002），即個人不依靠

任何「非人本」的力量，而自作主宰的自由。以Hwang

（2011）所建構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15」來說明，只有

當個人以中庸理性16（Mean rationality）體悟到先驗的人

性／人觀，並以其平衡個體可經驗的身心缺乏需求，且進

而選擇與採取「應然」的行動時，這種以人本為主體的自

由與「強評估」（strong evaluation）才能證立（Taylor, 

1989），簡言之，個人必須意識到自己的「先驗人性」，

自我行動才能有所選擇「應該做」或「不應該做」的自

由，這也是生而為人的可貴之處。 

                                                 
15  Hwang（2011）所建構「自我的曼陀羅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在說明自

我是由個體、自我、人、智慧／知識與行動／實踐等七個結構所組

成，且彼此相互影響形成力場。 
16 中庸理性意指個人「應當以自己的『理性』（心）探索一己的本性，

並主導情緒的表現，以走出自己的人生之『道』。」（黃光國，

2018a，頁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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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NIDA在定義中，指出「復元是指使那些積極

的改變和價值觀成為個人一部分自願採取的生活型態」，

說明藥癮者要能改變角色認同從個人、團體、藥癮者，甚

至是「禽獸」提升至「人」，才能真正擁有「以個人為驅

動的力量（SAMHSA-指導原則2）」，並以「努力發揮 

〔生而為「人」〕全部的潛能（SAMHSA與NIDA的定

義）」，而主動採取復元／社會復歸的行動，過上真正所

謂的「自我指導的生活（SAMHSA與NIDA的定義）」，

並往「成人的實現」邁進。最後，以全人為觀點，人是由

「身心靈社」與「個人、團體、人」所構成的存在者，所

以「復元是整體的（SAMHSA的指導原則4）」，身心靈

社四大結構與個人、團體與人三大層次，缺一不可，並且

藥癮者應該以實踐「改善全人健康（SAMHSA與NIDA的

定義）」做為最終復元的目的。 

以上清楚說明本研究如何以「身心靈社」四大人的結

構與「個人、團體、人」三大人的層次來分析、反思

SAMHSA與NIDA對於復元的定義與內涵。本研究再將表1

中，研究者所重構的每個SAMHSA與NIDA的定義、面向

與指導原則視為一個條件17，並統計在個人、團體、人三

                                                 
17  在此說明，本研究是採取先驗實在論的立場，該研究典派並未否認研

究者在分析文本時，所能具有的主體性，同時能適用於量化研究與質

性研究（黃光國，2018b）。而表一中每一個條件都是依據研究者所

建構出的分析架構，重構的結果，重構的過程已在上論述；而表二將

表一的結果以百分比的方式呈現，目的是在體現SAMHSA與NIDA對

於藥癮者復元之定義、面向與指導原則，在重視個人、團體、人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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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層次中占多少百分比（參閱表2）。 

表2 

SAMHSA與NIDA對於復元／社會復歸的定義、面向與指

導原則中，相關個人、團體、人三個層次的比例 

 SAMHSA NIDA 
 定義 面向 指導原則 定義 指導原則 

人 3（75%） 0（0%） 2（20%） 4（40%） 0（0%） 

團體 0（0%） 2（50%） 6（60%） 2（20%） 1（7.1%） 

個人 1（25%） 2（50%） 2（20%） 4（40%） 13（92.9%） 

 

以復元的定義來說，SAMHSA與NIDA都是較為重視

「人」的層次，各占75%與40%，然而，到了指導原則

時，SAMHSA的「人」降到20%，而「團體」從0%提升

至60%；NIDA的「人」降為0%，而「個人」從40%提升

至 92.9% 。 從 這 張 實 徵 （ emperical ） 結 果 可 以 看 出

SAMHSA與NIDA對於復元定義皆著重在「人本」上，但

在指導原則中，卻反而都較疏忽「人」，SAHMSA較重視

「團體」的社會復歸，NIDA較重視「個人」生理與心理

的醫療處遇。 

 

                                                                                                          
層次上的個別差異，以及強調「人本」與「全人復元」的重要性，並

不是以極端經驗主義（radical empiricism）與實證主義的態度，從事

必須秉持研究者「價值中立」的純粹量化研究（黃光國，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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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綜合討論 

一、以「多重哲學典範」與「人本主義」突破「實證

主義的陷阱」與「全人復元的困境」 

綜上所述，本文清楚說明以本研究先驗實在論的立

場，所謂「全人」的核心內涵與意義，是個人必須要向

「超越」開放，且將「身心靈社」四大全人的結構與「個

人、團體、人」三大人的層次視為在機體論（organismic）

中，一個不可分割的完整的系統，並進一步，覺悟到每個

人都是擁有內在先驗人性的「向死存有的存在者 18」

（Dasein），以「做人／為人」為當下一切行動的「目

的」。 

然而，非西方的心理學、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等社會科

學界，雖然所研究的主體都是人，但在長期在西方實證主

義與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影響與宰制下（Liu, 2009; 

夏允中、黃光國，2019），絕大部分的研究都缺乏或排除

形上學的超越、先驗的做人價值與精神／靈性，只停留在

具體、可經驗的個人或團體層次，這樣的研究往往將研究

                                                 
18  存在主義的哲學家Heidegger（1996）提出人是向死存有的（Being-

towards-death）的存在者（Dasein），與固定不變實然的存在物

（Beings）不同；只有人類在世時，可以認識到自己某天會死，所以

需嚴肅的考慮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選擇這一生要做怎麼樣的

「人」？屬於自己的或不屬於自己的。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前者的人本

主體意圖，做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個人」或「團體」，受個人身體欲

望與社會影響的控制，而努力追求具體的成就與物質資源，無法朝著

「做人」的方向，向上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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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視 為 機 械 論 （ mechanistic ） 中 的 「 存 在 物 」

（beings），研究者可以將其視為個人的研究「工具」，

只為了個人或團體的研究目的與利益，可以隨意分割與使

用，不但喪失人本主義與存在主義中，個人「生而為人」

的價值與意義，也上喪失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主體性。

雖然要如何打破這種學術自我殖民的傳統並非本研究的主

要目的，但卻與本文主旨要如何突破藥癮者全人復元的困

境如出一轍，如前所述，以「全人復元」為導向的藥癮者

復元科學，除了少數以宗教為基礎的相關研究外，絕大部

分的研究都缺乏或排除形上學的超越與先驗的人性，使得

全人復元與全人健康成為永遠達不到的工作目標。因此，

有必要提出兩個重要的科學哲學觀點，除了與實證主義做

出區隔之外，也才能緊扣本研究人本主義的立場來回應如

何邁向全人復元。 

第 一 個 觀 點 ， 本 研 究 認 同 Hwang （ 2019 ） 在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An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一書中所說明的學術主張非常值得參考，即以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

與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等多重哲學典範為科學哲

學的基礎取代實證主義，呼籲非西方的社會科學家，應以

其所成長的文化系統中的智慧與人觀來建構一系列的涵攝

文化的理論，並以其與西方主流的理論進行對話與辯證；

因為很現實的是，沒有建構任何涵攝自己文化系統的理

論，非西方的社會科學家就只能使用西方主流的社會科學



邁向全人復元 

161 

理論，在本土的環境中反覆驗證而已，無法平等地與西方

學者對話與辯證。 

其實相關本土化社會科學運動，可以說從1970年代的

心理學開始，到了1990年代更是大為盛行，黃光國教授

（2015，頁538）即提出：「任何一個學術運動，一旦找

到了自己的哲學基礎，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這個學

術運動便已邁向成熟階段，而逐漸脫離其『運動』的性

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強而有力的哲學來取代它。」然

而，以本研究「人本主義」的立場，有必要在更申論之，

包含藥癮者的復元科學與本土化犯罪學在內的本土化社會

科學運動的哲學基礎應更旗幟鮮明主張以「人本」與「全

人」為基礎，因唯由將研究對象的主體層次，涵攝先驗的

「人」，才有可能打破具體的個人、團體／社會／文化上

的種種限制，而呈現出所謂生而為人的「一種心智」

（one mind）（Shweder et al., 1998）。 

這裡要多做一個說明，再以 Inglehart and Baker 

（2000）所提出的三大文化區儒家、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

為例，在系出同源的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兩個文化系統是

以信仰19「外在超越」的後驗個人與團體為基礎20，一切自

                                                 
19  「信仰」的定義為「個人與超越的關係」（傅佩榮，2018）。 
20  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都有信仰唯一真神的教義，也都將亞伯拉罕

（Abraham）視為信仰上的創始者。其中，基督宗教的先驗人性預設

是「原罪」、「本惡」，因亞當吃了知善惡樹的果子，所以「這就如

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

人都犯了罪《羅馬書5:12；新標點和合本，上帝版》」，因此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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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動的動力皆是由外而來，並執著於超越名相的正名21

與具體的個人與團體層次22上，所以能分而不能合，引發

十字軍東征，在國際上的衝突更是一再上演（黃光國，

2017）。對於個人來說，因為活在世界上必有身體，而有

身心上各種缺乏需求，且個人的生存亦是需要在關係／團

體之中，必受各種規範性社會影響（ 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Asch, 1956）或訊息性社會影響（inf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Sherif, 1936），也因此，如果不談先

驗的「人」，個人來到生活世界上，就只是將外在控制轉

化成內在自我控制的過程；而在過程中，只為了自身利益

服從權威，而產生各種泯滅人性的行動也只是「實然」的

                                                                                                          
「人觀」聚焦在個人來到世上，必須要信仰、依靠外在超越的上帝，

才可能行義。伊斯蘭教在其「信前定」的信仰中，「我們只遇到真主

所注定的勝敗《古蘭經9:51；馬堅先生譯本》」，自然界中一切事物

都是外在超越的安拉預先安排的，包含善與惡，《古蘭經；馬堅先生

譯本》第十二章就表明其觀點：「[個]人性的確是慫恿[個]人作惡

的，除非我的主所憐憫的[個]人。」雖然並未表明「惡」是先驗人

性，而是個人因為有了具體的身體，所以會驅使個人作惡，只有外在

超越安拉所憐憫的個人，可以因信仰外在超越的安拉，而能行善。而

且不論是個人或團體，基督徒或穆斯林在世的一切行動意圖都是以死

後，接受外在超越者最後審判後的「實然」結果──天堂或地獄，為

後驗的圭臬。「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

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哥林多後書5:10；新標點和合本，上

帝版》」、「行善的人將獲得更佳的報酬，在那日，他們將免於恐

怖。作惡的人，將匍匐著投入火獄：『你們只受你們的行為的報

酬。』《古蘭經27:89-90；馬堅先生譯本》。」 
21  到底「超越」（transcendence）是要尊稱「上帝」（God）或是「安

拉」（Allah）？ 
22  將個人或團體區分「基督徒」、「穆斯林」與「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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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Milgram, 1963, 1974）。對於藥癮者復元／社會復

歸來說，提供藥癮者相關社會復歸的組織或機構就可能藉

由機構化個案，來滿足機構本身在社會上生存的利益

（White & Sanders, 2008）。三大文化區中，只有先秦儒

家所建構的文化系統是以向超越開放 23的先驗「人／人

性」為基礎（傅佩榮，1993），簡言之，是重視「內在超

越」的信仰，使個人可以擁有內在自我要求動力，而主動

自我實踐做人的價值，是故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 24」因此，本研究也不斷重複強調「先驗人

性」──這個內在自我要求成為人的動力，對於每個人與

團體的重要性。 

第二個觀點，本文強調要從「先驗人性」的角度，來

建構以「兩極性」（ conceptual polarity）為詮釋原則

（Hall & Ames, 1987）的社會科學理論，即在兩個事件

間，彼此作為自身存在的必要條件，使個人在行動中，可

以有「應然」的選擇，並以此呼應黃氏多年在本土社會科

學理論的建構中，強調要建構「先驗性形式架構」

                                                 
23  以孔子與孟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對於「超越」的態度是開放的，他們

都亦有對超越者──「天」的信仰，「五十而知天命《論語   為
政》」、「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 子罕》」、「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孟子 告子下》」，只是個人在面對自己的人生意義時，更重視活

在生活世界上，個人如何實現生而為人的價值與使命，所以面對死亡

時，才會強調「未知生，焉知死？《論語 先進》」、「朝聞道，夕

死可矣！《論語 里仁》」。 
24  引自《論語  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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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 ） 與 「 創 生 機 制 」

（generative mechanism）（黃光國，2019），例如「自

我的曼陀羅模型」中的「自我」需要在「個體」與「人」

的兩個力量中取得平衡（Hwang, 2011），以及「人情與

面子模型」中的資源分配者透過決定資源請託者在自己心

中「情感性成分」與「工具性成分」的比例來判斷與其的

關係為何（Hwang, 1987），都是在展現自然界中出現的

現象都是因相互依存，而能成為一個整體。人類在其中行

動，也才能體現應然、價值、積極自由、強評估與命運的

因果。反之，只是收集經驗性的實證資料，並從其中所歸

納出的科學知識都是後驗的、到此為止、相對普遍性與客

觀性的，是依變項受獨變項「實然」控制的自然的因果，

就算推論也是有其樣本與團體的限制，無法展現出

SAMHSA與NIDA對於復元所強調的自我驅動或自我指導

的可能性。 

二、以「做人實現的需求」（Human becomings-

actualization needs）邁向全人復元 

除了上述相關科學哲學與人本主義的討論，本研究所

關心的藥癮者因長期受藥物濫用影響，使個人的身、心、

與正向團體的連結往往被破壞得很嚴重，而對非法藥物的

渴求（craving）與心癮更是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將藥癮

者不斷的推向滿足個人身心缺乏需求的方向行動，造成對

成癮物質使用的控制能力障礙（蔡佩真編，2016）。因

此，在理論層次上，本研究還主張，可以藉由美國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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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Maslow（1943）的需求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來詮釋藥癮者需要提升個人後驗的身心缺乏需

求以平衡與先驗人性間的衝突。個人有身體，如果沒有食

物與水，不吸收養份，就會死亡，因此，個人滿足「生理

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是最基本的；往上，個人能

預識自己的死亡，故有免於身體被其他外物傷害與被剝

奪、恐懼、危險等的「安全需求」（security needs）；再

往上，人類是種社會性動物，需要親情、給予、與人交

際、歸屬以及結交朋友、友誼等「愛與歸屬需求」（love 

and belongingness needs）；團體內能彼此交換社會資源，

以讓個人有更多生存在生活世界上的可能性。再往上，個

人有理性與自我概念，能意識到自己與其他人類或其他自

然界中的萬物不同，會思考自我在團體中的能力問題，包

括自信並受他者的認同與尊敬，因而，需要藉由展現個人

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權力與地位等來滿足「自尊需求」

（esteem needs）；SAMHSA（2012）所提出的健康、居

住、生活意義與社區四大復元面向也剛好可以對應個人在

生理、安全、愛與歸屬，以及自尊四個層次的需求（白鎮

福等，2022）。再往上，如前所述，個人生活在團體之

中，受到社會與文化影響，並以身體與離根理性來經驗生

活世界中的變化不拘的人事物，而產生相較為穩定的、後

驗的社會角色認同、社會價值觀與自我概念，個人如果以

這些後驗的基模為當下一切行動的指導原則，並努力實踐

之，即可視為滿足「自我實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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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與「自我應驗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Rosenthal & Jacobson, 1968）。 

以實證主義為主導的社會科學界，在介紹Maslow的需

求層次理論時，一般都是介紹到這裡，一共五個層次，然

而，Maslow是作為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代表，有很好的道家

學問，並以社會上許多有偉大人格的先賢名人為研究樣

本；如果個人的自我只是以身體所經驗的事物，而後驗而

成的，就算個人的人生經驗再怎麼豐富，都會受到身體很

大的限制。也因此，Maslow（ 1971）在其著作《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中，在個人的「自我實現

需 求 」 上 ， 再 加 一 層 對 「 自 我 超 越 需 求 」 （ self-

transcendence needs），意即個人自我要求不要執著於具

體可經驗到的自我，才能不受身與心的限制，而超越「經

驗與後驗的個人與團體層次」，與形上學的價值、精神／

靈性層次的人觀達成動態平衡。只可惜，Maslow（1971, 

p. 259 ）的自我超越是指「冥想或專注於自己心靈

（ psyche ） 之 外 的 事 物 ， 會 導 致 忘 記 自 我 （ self-

forgetfulness ） ， 從 而 失 去 自 我 意 識 （ loss of self-

consciousness）」，所以同樣是需要依附外在超越，然

而，如註20所說明，過度依賴外在超越，不但容易使spirit

一詞過份固著在人類死後的「靈魂」上，而被主張經驗論

的研究者所排除，更使得個人失去以人為主體的驅動力量

或「精神」。再者，個人與超越，在哲學上並不屬與同一

層次的概念，將其自我與超越在一起，可能容易造成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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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為外在超越或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

1900 ） 所 說 「 上 帝 已 死 」 （ Gott ist tot ） 的 誤 會

（Nietzsche & Hill, 2018），嚴重會導致極端人類中心主

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 

因此，本研究主張可以將Maslow的第五層次「自我實

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轉化成「做人實現的

需求」（Human becomings-actualization needs），因「全

人復元」的內涵就是個人必須先要向「超越」開放，覺悟

每個人都擁有內在的先驗人性與成為人的潛能，進而認同

「做人」是生而為人所俱有的「不變的存在本身」

（ Being ）與「實現」的目的，使個人在「變異」

（Becoming）的生活世界中，以「真誠為人」與「盡己」

的態度，螺旋向上往不變的「人之成」實現，自我修養

（self-cultivation）死而後已。是故在顏淵請教要如何行仁

時，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25白話是個人能夠自己主

動去實踐以人為主體的客觀社會規範，就是個人生而為人

的正途。不論任何時候，只要自己能夠主動的去實踐客觀

社會規範的要求，天下人都會肯定你是走在人生的正路

上。我要做一個仁人，走在自我人生的正路上，這是我個

人生命的抉擇，難道其他人能代替我決定嗎？（傅佩榮，

2016） 

                                                 
25  引自《論語 顏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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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何個人只要走在人之成的正路上，都是在展現

「天人合善」的境界，當下的行動必定要考慮個人、團體

與人三個層次，又怎會去藥物濫用或犯罪呢？因此，本研

究主張以本文所建構的邁向「做人實現的需求」的理論模

型（theoretical model of steps toward Human becomings-

actualization needs）與全人的架構與內涵作為藥癮者復元

／社會復歸相關工作與成癮防治策略實踐藥癮者「全人復

元」的核心價值，不但能使藥癮者復元個人驅動與過著自

我指導的生活有更好的理論基礎，也可以整合多元化的復

元／社會復歸系統與網絡，使不同的藥癮者支持性服務能

有一致的工作目標。 

伍、結 論 

從表 1 與表 2 可知 SAMHSA 與 NIDA 對於「復元」

（recovery）的定義很好，且各自的指導原則分別對於復

元社會、團體、家庭與個人的身心狀態都有很好的架構與

指引，對於藥癮者復元／社會復歸的實務工作上，在關係

主義的華人社會中，更是非常重要。在個人層次，要有可

經驗的身與缺乏需求，個人才可能採取實際的行動，且藥

癮者需要先接受醫療來復元因藥物濫用破壞生理的狀況與

心理的認知功能，才能有理性思考與反思當下的處境與行

動；在團體層次，人是要活在關係當中，藥癮者更是需要

受到重要關係人的威逼利誘與鼓勵、接納，才容易採取較

為積極之行動策略投入治療與復元（戴伸峰等，2011；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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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珍，2011；顧以謙、戴伸峰，2016），且如諮商所強調

的治療關係，復健機構、專業人員、關係人與施用藥物者

的 關 係 ， 都 是 影 響 藥 癮 者 復 元 很 關 鍵 的 重 要 因 子

（DiClemente et al., 2017）。因此，再次強調以「全人復

元」的立場，本研究同樣重視個人的身、心與團體經驗，

且「個人」與「團體」層次的復元絕對也是需要被各方學

者、專家繼續深入做相關的實徵研究。 

然而，雖然SAMHSA與NIDA的復元定義都在談「全

人」復元，卻在指導原則中，都較忽略人性的復元。在實

務上所造成的問題是，因個人身體都是在生老病死的變化

過程上，成年以後更是無所謂復元，如果只重視個人身心

狀態的健康，而只給予醫療相關的處遇，只能幫助個人在

往死亡的過程中，走得較慢而已。且如果只是重視身體戒

斷症狀的復元，可能還會增加藥癮者出監後，為了想回到

當初用藥的興快感，而藥物過量死亡的可能性（Kinlock, 

2011; Waddell et al., 2020）。再者，重視復元團體的最大

問題是在當協助藥癮者復歸到社區時，他所面對的又是一

個怎樣的「社區」呢？是將他一再排除或選擇接納？對於

他來說，哪一個社區對個人有最大利益，他就復元回哪一

個社區，所以很有可能還是藥癮濫用的次團體，而非正向

團體如家庭與社會，因為行動都還是只以個人生存的利益

為考量。 

在本研究的理論脈絡中，唯有將「人」從經驗與後驗

的層次提升至先驗的層次才能突破具體的侷限，而且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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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楚的詮釋「全人」的架構與內涵，才能說明個人的生

命意義是要邁向「做人實現的需求」與「實現人與人的適

當關係」（傅佩榮，2013），意即人與人的互動都是以

「做人」為意圖與目的，而非只將他人當成獲得自我具體

利益的工具。「全人復元」就是幫助藥癮者重新做

「人」，而非「個人／禽獸」或「社會性動物」；更重要

的是，建議相關以全人復元為導向的藥癮者復元／社會復

歸的社區機構與方案，都應增加包含對形上學超越的信仰

與以「先驗人性」為基礎之哲學和生命教育，以及相關的

服務，且讓這個所謂「做人」的實現，不只限於藥癮者，

還需包含其家屬、醫療人員、執法人員、機構服務人員、

你、我、他，所有的人都需要自我覺悟這樣內在的先驗

「人性」，才能將個人的自我與關係真正的整合，以超越

個人、性別、種族、文化等具體的限制。 

最後，本研究也認同「人本」、「全人復元」與「全

人健康」等立場，只是在多元藥癮者復元／社會復歸路徑

與思維中的一種（白鎮福等，2022），所以再次強調本研

究的主要目的是藉由說明「全人」的架構與核心內涵，並

據以分析與反思SAMHSA（2012）與NIDA所提出的藥癮

者復元的定義與指導原則，將目前學界與實務工作界對於

「人本」與「全人復元」的架構與內涵是處在混沌不清的

狀態描述出來，因此建議未來能有更多的學者、專家可以

針對此議題進行更多討論、辯證，以達成一些共識，並以

其為基礎，進行更深入的探究，俾利於建構全人復元之藥

癮者社會復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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